新兴产业与我国工业的赶超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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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发展中的制造业大国，我国要想顺利完成工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不但要继续在传统的产业领域加强对外的技术吸收和学习，更应当重视新兴产业领域蕴藏的赶超契机。本文在重新界定新兴产业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产业领域的市场发展空间，技术学习空间、创新能力积累空间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空间4个维度的考察，认为既有技术轨道上的“跟随性”学习策略很难为我国的工业赶超创造出真正的“蛙跳”机会；相反，伴随新兴产业兴起而浮现出的“机会窗口”则更有可能成为我国工业快速赶超的战略契机。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新兴产业进入门槛的分析，论证了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切实可行性，以及存在的“后进者优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新兴产业发展对于我国社会技术架构优化，以及产业系统核心技术能力打造方面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论证了发展新兴产业对于我国实现工业强国战略的现实意义。最后，就我国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策略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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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industri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leapfrog” of Chin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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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industry-powered economy for China in its essence means an overtaking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 variety of technological front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to reach this goal, China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speed up efforts to assimilate and study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ut also seize the chances to overtake other countries which are hidden in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In view of that, this paper, after analyzing the industr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growth space, technology learning space, room for innovation ability accumulation and room for the enh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position on the basis of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emerging industry,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industry can hardly gain a real “leap-frog” if it persists on the existing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by adopting the strategy of “path-following catch-up”. Meantime,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feasibility for China to develop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its “latecomer advantage” through analyzing the entrance threshold of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which the paper further expl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nurturing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 as well as the building of the cor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of related industrial ecosystem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strategy of boosting emerging industries after looking into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hina’s emerg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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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工业的兴衰印证的是大国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仅从产出规模来看，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雄踞世界第一；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产业技术能力来看，我国在诸多领域仍与美、德、日、韩等发达工业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工业化的本质是一国工业整体技术能力的持续积累和提升；而工业强国战略的根本目标则是力争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技术能力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就我国目前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条件来看，继续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依然是从整体层面提升我国工业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如果盲目将发展的目光限定在可以沿袭发达国家既有技术轨道的旧有产业领域，而忽视了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则无疑会对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实施造成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我国工业强国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理论层面的阐释。具体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拟从技术创新类型和新兴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视角切入，首先对新兴产业的定义做出明确界定，以之成为全文分析的基础；第二部分通过产业发展空间、技术学习空间、创新能力积累空间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空间4个维度的考察，系统分析我国在既有产业领域的赶超困局；第三部分在论证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技术可行性及其“后进者优势”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技术架构优化，以及产业生态核心技术能力打造方面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则在梳理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应对的问题基础上，就我国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新兴产业的定义和技术创新
（一）新兴产业概念的界定
关于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权威且统一的定义，但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早期发展阶段的产业（Porter，1980[1]；Van de Ven & Garud，1989[2]；Klepper & Graddy，1990[3]；Low & Abrahamson, 1997[4]；Forbes & Kirsch，2008[5]）。对于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所处阶段的划定，目前在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Low & Abrahamson（1997）[4]认为，新兴产业专指那些步入产业成长阶段之前的产业。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兴产业的阶段认定应该延续到产业步入成熟期或稳定期之前，或者说是从新技术培育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的时期（Klepper & Graddy，1990[3]；Forbes & Kirsch，2008[5]；贺俊、吕铁，2012[6]）。
上述新兴产业的定义偏重于产业动态性（industry dynamics）方面的考察，虽然其在结论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其并未涉及新兴产业出现原因的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就此问题对新兴产业的界定依据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从新兴产业出现的机理来看，它既可以是由技术创新诱发的，也可能是由市场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变革引起的（Kesting et al.）[7]。其中，前者无疑是推动新兴产业出现的最主要驱动因素（Utterback & Abernathy，1975[8]；Dosi，1982[9]；Caniëls & Romijn，2008[10]；黄南，2008[11]；李小芬，2012[12]）。Dosi（1982）[9]曾明确指出，技术创新作为供给侧的决定性因素，为新产业的形成创造了选择空间；而市场和制度性因素只是在此空间内决定具体技术轨道搜寻和筛选的影响性因素。因此，就本文而言，我们只讨论那些由新兴技术的产生、应用和扩散而衍生出的新兴产业；而对于新兴产业的期界划定问题，我们暂时跳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视角，从Utterback & Abernathy（1975）[8]描述的技术生命周期理论（A-U模型）切入，认定新兴产业是指那些产品的主导设计尚未确定，并处于流动阶段的产业。
（二）技术范式变革与新兴产业兴起之间的关系
虽然新兴产业的涌现主要是基于技术创新的推动，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创新都会导致新兴产业的出现。从技术创新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和激进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两类。其中，前者也被称作熊彼特II型创新（Schumpeter Mark II type innovation），是指对现有产品或工艺的持续改进。主要包括生产工艺的效率改进、精密程度的提升，以及产品品质优化和功能的多样性扩展等。由于渐进式创新是在既定技术路径规定的框架内动态演进的，因此具有相对明确的创新范围和方向。例如：针对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创新活动一般会向着体积更小、运算速度更快的方向发展，但同时这类创新活动又会在既定的技术框架内进行，而不会对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形成颠覆。激进式创新也被称作熊彼特I型创新（Schumpeter Mark I type innovation），专指那些能带来全新产品引入或重大新工艺发明的一类创新活动，它是对既有技术路径的一种偏离或替代，表现为非连续性的创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激进型创新将产生全新的独立技术发展轨道，因此，其不可能通过现有技术体系内的改进而得到，就像尼龙产业的出现与棉纺织产业的工艺创新并无关联一样。激进式创新带来的技术转型通常可以衍生出一整套全新的产业群体。
为了对上述问题做出更明晰的阐述，我们套用Dosi（1982）[9]的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和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y）的分析框架，来对技术创新类型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按照定义，技术范式是指基于特定科学原理的技术问题解决模式，它限定了技术研究的领域、问题、流程和任务。技术轨道是指特定技术范式下的技术发展方向和“一般性”问题的解决活动。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一个特定的技术范式可以包含多条独立的技术轨道，而每一条技术轨道都具备成长为新兴产业的潜力。例如：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新技术范式的出现不但推动了计算机产业的兴起，而且又持续衍生出了数字电视、数码相机和数字手机等多条技术轨道的发展。事实上，特定技术范式内所包含的技术可能性数量远远大于最终形成的技术轨道数量，技术轨道的最终确立是技术范式内相关技术和经济变量权衡取舍的结果。一旦特定的技术轨道被选中和确定下来，其自身就具备了沿着该路径继续发展的动力，并展现出一定的积累的特征。因此，那些针对现有产品或工艺的渐进式创新，只是沿着确定技术轨道的创造性积累（creative accumulation），虽然该类创新活动可以拓展既有产业的发展空间，甚至重构产业的生命周期，但它无法推动新兴产业的出现。只有那些具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特征的激进式创新才会形成对既有经济范式，及其框架内技术轨道的偏离和替代，而这才是推动新旧产业持续更迭和新兴产业出现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新兴产业的出现总是由激进式创新带来的既有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的变革所引发的，表现为对既有经济范式的直接颠覆。例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形成了对传统的人力和水力生产模式的颠覆；电子成像技术的出现则直接导致了胶片技术在竞争中的落伍；数字制式手机的兴起宣告了其对模拟制式手机的全面替代；而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则将会对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生存带来巨大的挑战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技术范式变革带来的新兴产业发展的概念不同于Perez[13]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变革的概念，后者是指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该轮技术革命得以运用，和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佳惯行模式”（best-practice model）。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成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并促成所有经济活动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因此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现象总是与经济发展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的浪潮相伴而生的，它涉及整体经济层次的普适性通用技术以及相关的社会制度、组织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在时间上通常与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s long waves）的周期大抵一致。相比之下，推动新兴产业出现的技术范式变革的概念则要宽泛得多，它更多地是代表某一特定领域的激进式技术创新，虽然它也会引发相关组织模式、甚至制度安排的调整，但与整体经济层面的系统性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相比，更像是诱发技术革命或者是推进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演化的那些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激进式技术创新集群或体系中的单个组成元素。
二、既有产业领域的赶超困局
工业强国战略的本质是实现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持续的持续攀升，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则应该表现为核心技术能力的持续积累和超越。从市场份额来讲，我国已成功跻身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从技术能力来讲，我国依然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表现在尚未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在支撑产业发展的众多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装备领域依然大量依赖进口等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实现我国工业整体技术能力的赶超和突破，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不断实践工业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一）关于后发国家技术赶超问题的相关文献回顾
Pack & Westphal（1986）指出，一国的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其产业整体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持续积累并不断将其转化为产品和流程创新的过程[14]。技术能力是指，为了保持产业或国家在价格和产品品质上的竞争优势，在生产、工程和创新领用有效利用技术知识的能力（Lall，1996）[15]。必要的技术能力积累是吸收、应用和改进现有技术以及创造新技术和开发新的产品和工艺的基础，而持续积累的技术能力的强弱是决定一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工业强国建设的本质是工业技术能力的不断积累，并实现对发达国家技术赶超的过程。
作为后起的仍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技术创新特征及其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同。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并非来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活动，而是主要源自对发达国家进口技术的模仿和改进（陈劲，许庆瑞，2000）[16]。
关于后发国家工业生产能力积累和形成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Gerschenkron（1962）[17]和Vernon（1966）[18]等相关学者针对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的讨论。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主动向外转移和后发国家有能力承接的各类产业，都是那些行业主导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且其主要生产流程都可以依靠专用性资本设备实现标准生产和效率生产的成熟部门。因此，后发国家可以借助资本和设备的引进迅速建立起规模化的生产车间，并依靠其在劳动和资源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分工，并实现资金和技术能力的逐渐积累。上述理论虽然较早地明确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存在后发优势的论断，但关于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能力形成方面的阐述却显得过于“轻描淡写”，毕竟相关文献的研究重点在于解释国际产业转移背后的动力和机制问题，而非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形成和追赶问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得益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工业竞争力的快速崛起，关于后发国家技术能力赶超（catching-up）问题的相关成果也逐渐增多。其研究的重点也逐渐开始从关注后发国家在劳动、资源价格以及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低端比较优势，转移至支撑其产业快速发展背后的技术能力的形成机制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经济学者Kim（1980）[19]建立的一套包括技术引进（acquisiton）、吸收（assimilation）和改进（improvement）的3阶段的后发国家技术能力积累模型。其主要观点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快速实现初始工业化能力的积累，并凭借持续的技术学习和对既有技术的改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最终建立起差异化的国际竞争能力。此后，Lee et al.（1988）[20]在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A-U模型）分析视角的基础上对Kim的三阶段模型做了补充和修正。他指出，对后发国家技术的“引进→吸收→改进”过程的研究不应该被限定在行业技术的主导设计已趋于标准化的“明确阶段”（specific phase），而是可以向着更高的技术层次——“转换阶段”（transitional phase）和“流动阶段”（fluid phase）——逆向延展。进一步地，Lee将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引进→吸收→改进”的追赶过程划分为：基于“明确阶段”技术开发的“起始阶段”（initiation stage）；基于“转换阶段”技术开发的“内部化阶段”（internalization stage），以及基于“流动阶段”技术追赶的“生成阶段”（generation stage）3个时期，并指出只有当后发国家的多数产业的技术能力赶超过程进入到以新兴技术为目标的“生成阶段”以后，才可以认为该国大体实现了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追赶任务。
（二）既有产业领域难以实现技术赶超
上述理论虽然清晰地阐释了后发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的一般积累模式，并较好地提炼了其赶超过程所需要经历的相关发展阶段；但对该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分析略显不足。事实上，虽然部分学者一直强调在既有产业内进行技术的学习好模仿有助于后发国家降低失败的风险和创新成本（Zander & Kogut，1995[21]；林毅夫等，1999[22]），但对于后发国家能否在既有技术轨道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问题，多数经济学者并不看好。
1、既有产业领域的发展空间不足
按照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8]的技术发展生命周期模型的描述，新兴技术萌发后的发展过程可以被划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明确阶段3个时期。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主动向外转移和后发国家积极承接的产业，主要是其主导技术已步入明确阶段的成熟产业或生产环节。此时，由于产品的主导设计和相关工艺已趋于标准化，进一步进行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空间都变得相对狭窄，因此，即使后发国家能够较好地完成技术引进和吸收的过程，其剩余的技术改进空间也仅存在于针对国内小规模利基市场需求的适应性调整，其可以享有的盈利机会、市场机会和创新机会都趋于耗尽。因此，不但不足以支撑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反而容易将其产业发展模式锁定在低工资、低增长的危险发展模式上。事实上，只要技术能力的积累在沿着既有的技术轨道单向推进，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败就是一个相对速度问题，这不但取决于其在技术学习和吸收方面的努力强度，同时还要与发达国家在新技术开发方面的速度向对比。更为困难的是，在既有的技术轨道中，发达国家企业长期资本积累带来的规模效率和创新的外部性不断强化着其在位者优势（Dierickx & Cool，1989）[23]，后发国家作为资金和技术能力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很难实现技术赶超。正如Lucas（1988）[24]论证的那样，产业生产活动中包含的“干中学”等知识产生机制将为既有的产业部门带来更快的内生技术进步动力，因此一旦某些国家在特定产业领域实现了技术领先，这一优势就会在此后的经济生产中不断得以巩固；无独有偶，Romer（1990）[25]同样认为，由于存在实物和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技术的区域聚集现象，后发国家要想在既有的技术领域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将非常困难。
2、技术封锁带来赶超瓶颈
虽然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入明确或成熟阶段之后，发达国家会倾向于通过技术许可证和技术合作等方式以一定的价格或条件向外转移某些技术，以延长其技术生命周期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趋于标准化的技术都会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对于那些关系到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不管其是否已进入成熟阶段，发达国家都不会对外转让，反而会通过加强技术封锁的手段对后发国家在该领域的研发活动进行打压，这在后发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后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引进的桑塔纳轿车车型，经过10余年的消化吸收后基本完成了国产化，但当上海大众公司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进与开发时，却遭到了德国大众的严格限制，他们坚持产品设计专利的一切所有权，并规定我方的任何改动必须事先得到德方许可[26]。无独有偶，由东风和日产共同投资成立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乘用车研发中心，其最初的组建目的主要是将导入的日产车型国产化，并对局部进行改造。但在实际合作过程中，日方通过各种手段对中方的技术学习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在某些核心技术资料上对中方进行封锁，导致中国企业在技术学习和吸收方面困难重重。[27]从国际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战略同样屡见不鲜。例如，上世纪晚期，韩国曾经试图从日本引进其在Moss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建造方面的相关技术，但却遭到了日本造船产业的强力抵制，导致韩国造船企业在日本的零部件采购价格飙升到其他国家的两倍，此后，虽然韩国造船企业借助新兴的技术轨道（Membrane型液化天然气船）成功实现了对日本造船工业的赶超，但却并不能掩盖其在既有领域积累技术能力时所面临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制。[28]
3、技术创新能力难以积累
Sohn et al.（2009）[28]认为，一国具体技术能力由模仿能力（imitation capability）和创新能力（innovation capability）组成。其中，前者指学习、吸收和改进现有知识的能力；后者指创造新的技术可能性并将其应用于经济生产的能力。Kim（1980）[19]和Lee et al.（1988）[20]强调的后发国家技术“引进→吸收→改进”的分析框架更多的关注了“模仿能力”的形成过程，而忽视了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考察，而后者才是决定其能否顺利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性因素。正像Perez和Soete（1988）[29]所指出的，“真正的技术赶超只能通过亲身参与技术的研发活动来获取，而不仅是简单的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技术”。事实上，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并不会随着技术模仿能力的积累而自发的实现；相反，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还会阻碍当地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致使其落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模仿陷阱”（imitation trap）。例如：上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和学习日本造船工业的先进技术迅速形成了规模化的制造能力，经过10左右的努力，台湾造船企业已经熟练掌握了10万吨级油轮的制造能力。但是由于其技术能力的积累过程过度依赖日本的技术转移，因此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新技术开发能力，导致其产品系列被一直锁定在低端散装货船、普通集装箱运货船和游艇等既有技术轨道上，而当同样作为追赶者的韩国企业凭借其逐步积累起来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向钻井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高技术领域扩张时，台湾造船工业的发展却变得止步不前[28]。由此可见，在既有的产业领域内，产品的主导设计早已定型，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更多的是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技术轨道进行快速的跟随学习和模仿，一旦形成技术学习方面的“路径依赖”则会极大的破坏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意愿和积极性，造成自主创新能力的长期缺失和赶超失败。
4、低端锁定风险日益加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为基础的“新”国际分工带来的全球性生产组织方式的垂直分解，使得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由整体产业的“水平”转移，转变为基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垂直”外包。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可以在保留研发、设计等核心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将大量零部件生产环节外包给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这直接导致了生产分工和技术分工差别的加大（Prencipe，1997）[30]。表面上看，那些价值链领导企业（leader firms）的生产线越来越窄，但其掌握优势技术的领域却越来越宽（Gambardella & Torrisi；1998）[31]。与之相反，后发国家企业虽然可以在承接相关产业转移过程中掌握某些生产环节或模块的生产工艺，但从知识分工的角度看，概念设计和检测等关键能力仍然由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生产过程日渐趋向模块化和片段化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很难通过对某一生产环节任务的简单引进接触到那些关于产业架构（industry architecture）和技术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等方面的整体性技术，这将加大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整体产品架构的依附，导致后发国家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产业结构。此外，从价值链治理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企业嵌入GVC的治理结构属“俘获型”（Gereffi et al.，2005）[32]。在该类治理框架之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购买商可以凭借其在技术和品牌方面积累起来的强大优势“俘获”后发国家的生产能力，并通过对产品规格、数量和交货时间的严格限制，限制后发国家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造成其在低端生产环节方面的过度积累，并使其产业发展方向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战略，导致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并陷入“悲惨增长”（卓越、张珉，2008）[33]和技术能力积累“低端锁定”的陷阱（张少军、刘志彪，2013）[34]。
三、发展新兴产业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
如前所述，受限于产业发展空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创新能力构建条件以及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等原因，后发国家很难在既有的产业领域实现赶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真正的技术赶超机会只存在于那些偏离于既有技术范式或轨道的激进式创新所衍生出的新兴产业部门中。Perez & Soete（1988）[29]首次针对可以推动新产业集群出现的新兴技术范式提出了后发国家赶超“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的概念，并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将发展视角锁定在旧有的技术体系内,而是应该借助新兴产业出现的机会窗口实现赶超。Lee & Lim（2001）[35]通过对韩国汽车、D-RAM、手机、消费电子、个人电脑产业和机床产业的技术追赶历程的研究，将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行为归纳为：路径追随型追赶（path-following catch-up）、阶段跳跃型追赶（stage-skipping catch-up）和路径创造型追赶（stage-skipping catch-up）3类，并指出沿着既有技术轨道亦步亦趋地追随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轨迹无法实现赶超，只有借助技术范式变革出现的机会，实现技术积累的阶段跳跃或新路径创造才有可能完成技术蛙跳（leapfrogging）。Sohn et al.（2009）[28]通过对比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3个地区造船产业的不同发展历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工业化早期阶段的适度技术引进和模仿对于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能力的快速形成至关重要，但当后发国家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后，真正可以成为助力其实现技术赶超的机会存在于颠覆性创新带来的产业发展上的非连续性变化和对现有技术范式及其轨道的竞争性替代领域，新兴产业的出现将弱化发达国家的在位者优势，并扮演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催化剂”。
（一）技术门槛不会成为发展新兴产业的障碍
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于尚处于技术导入阶段的新兴产业而言，只有技术基础能力雄厚的发达国家才具备发展条件。但Perez & soete（1988）[29]通过对最低固定投资要求（I）、最低区位优势要求（X）、最低科技知识要求（S）和最低技术经验要求（E）4个维度的系统分析，向我们清晰地阐释了后发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具备与发达国家近乎均等的技术机会。具体来看：
首先，由于新兴产业的主导设计或技术轨道尚未定型，相关技术的运用还没有真正进入大规模的商业化阶段，因此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知识（S）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虽然广大后发国家很难成为相关技术的发起国，但只要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基础，同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知识来源，并参与相关技术的学习和使用。例如：马克斯韦尔对电磁现象的研究是收音机产业兴起的基础，但在其技术真正投入商业化应用之前，并不具有明显的私有知识特性。其次，激进式创新衍生出的新兴产业是对既有技术范式及其轨道的偏离或替代，其发展的技术基础与既有产业存在的关联较少。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经验（E）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例如，自动控制机床所要求的工程、机械和数据处理技术与传统的穿孔机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日本正式抓住了该产业兴起的机会实现了其对美国和欧洲机床产业的赶超。第三，由于新兴产业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规模都尚不明确，因此装备领域尚未开发出针对新兴产业产品规模化生产的专有性生产设备。相关企业普遍采用通用性机械装备进行小规模的分散化生产和技术开发，因此，在新兴产业的形成阶段进入该领域不必承担高昂的专有性生产设备投资成本（I），其整体的资金门槛相对较低。最后，虽然后发国家可能在公共服务水平、制度法规完备度、金融系统成熟度、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流通网络发达程度等决定产业发展的综合区位优势（X）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后发国家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和专用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在整体区位优势方面的不足，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新兴产业领域的进入成本。由此可见，在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早期阶段，其对技术经验和资金的门槛要求较低，在后发国家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基础和适当的扶植政策的情况下，处于主要技术孕育阶段的新兴产业同生产技术全面实现标准化的成熟产业一样，可以成为后发国家积累产业技术能力的重要发展领域，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产业（阶段Ⅱ和阶段Ⅲ），后发国家在科技知识S、区位优势X和技术经验E的积累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实际存在的产业进入机会较小。具体来看，在前期技术导入阶段，相关企业通过参与主导技术的开发确立了明显的先动优势，这一优势不单体现在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方面S，更是体现在产品生产、技术流程和市场经验的积累E，以及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服务商业务联系的确立方面E。上述过程很大程度上将相关知识和技术诀窍的流动限定在了有限的企业和供应商之间，使得后来者的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二）后进者优势可以助推后发国家实现赶超
1、后发国家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后进者优势
新兴产业的涌现代表着技术发展上的非连续变化和对既有产业能力的破坏和否定（Tushman & Anderson，1986）[36]。就像数字技术对于传统胶片技术的替代，电喷式发动机对原有的化油器式发动机的替代那样，它们将导致传统的优势企业在固有技术轨道上建立起来的专有技术、经验、设备，乃至组织惯例方面的优势无法继续沿用，这在客观上将技术领先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竞争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Dosi（1982）[9]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路径依赖过程，这一特性将限制企业的技术开发视角，并导致其研发活动沿着固定的技术轨道推进。在特定技术轨道上的持续技术能力积累会帮助企业建立起强大的市场力量，但同时也会形成排斥其它类型技术的惯性系统，即所谓的技术能力的“核心刚性”问题（Leonard，1992）[37]，这一特性无疑将放缓在位企业进军新兴领域的步伐，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家进入该领域留足技术空间和市场空间。
此外，由于新兴产业代表的全新技术范式可以对现有技术形成替代，因此发达国家企业跃迁其技术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对既有竞争优势的“自我拆解”（cannibalize）（Chandy & Tellis，1998）[38]，就像柯达公司限制数码相机的开发活动是为了保护其在传统胶片领域的庞大竞争优势那样，在面对具有产业“颠覆性”的新兴技术机会时，既有的行业领导者即使认识到了新兴技术范式和轨道的优越性，还是更倾向于在现有的技术轨道上强化其在位者优势，以尽量减小新兴技术对其固有竞争优势带来的冲击。因此，Christensen（1997）[39]指出，在新的技术范式及其具体的技术轨道刚刚兴起的时期，存在在位者的劣势和后进者的优势。Henderson & Clark（1990）[40]同样认为，如果新的技术轨道是基于重构（reconfiguration）既有的产品技术带来的某种意义上的架构性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则后进者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以手机产业为例，上世纪80年代，摩托罗拉将全球第一款模拟制式手机引入市场，并凭借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迅速成为第一代（1G）手机行业的领导者。进入90年代后，随着GSM数字移动技术在手机领域的扩散，传统的手机产业形成了全新的技术发展轨道，或者说诞生了基于数字技术的全新的第二代（2G）手机产业。虽然新兴的数字标准技术相比旧有的模拟标准技术的通信性能更加优异，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传播，但是在模拟技术领域形成的大量专有性资产，使得摩托罗拉公司更愿意相信其在旧有领域建立的强大市场力量会让更多的消费者继续驻足于模拟制式手机市场。因此，摩托罗拉公司试图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的方式来弥补模拟通信技术的“先天”劣势，而非主动进入数字手机领域。在此期间，诺基亚抓住了手机技术范式由模拟向数字变革的有利时机，较早地投入到新兴的GSM手机通信标准的研发中，并积极的与获得特许经营授权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建立业务关系，最终完成了对摩托罗拉公司的超越，成为新兴的2G手机产业的行业领导者。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渐兴起的智能手机产业为扮演赶超角色的苹果和三星公司挑战诺基亚的市场霸权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窗口。2007年，苹果和谷歌公司各自推出的iOS和Android操作系统更好地契合了日益流行的触屏版手机的用户需求，三星公司抓住此次手机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有利时机，成为全球首家采用Android系统的手机供应商，并借助Android系统市场覆盖率不断提升的机会，一举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手机品牌；而苹果公司则凭借自己开发的iOS系统成功的在全球智能手机的高端市场建立优势。相比之下，诺基亚则继续坚持在自己开发的Symbian系统框架内进行“小修小补”，并拒绝采用Android操作系统，这最终导致了其在智能手机产业的竞争中的一败涂地。
需要指出的是，在位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投资上的“畏手畏脚”并非都应该简单地归咎为企业战略选择上的非理性决策。Lee & Malerba（2014）[41]指出，除了投资新技术范式带来的既有竞争优势的“自我拆解”问题，处于“流动阶段”的新兴技术所表现出的价格昂贵、技术稳定性低和市场前景不明朗等问题，让在位者固守其在旧有技术领域的高额垄断利润，并最小化投资风险的决策显得并无多少不妥。由此可见，在技术范式变革和新兴产业兴起的时期，所谓的“在位者陷阱”和“战略惰性”现象很难自我规避。相比之下，由于后发国家由于在旧有技术轨道上不存在“难以割舍”的核心技术能力积累和强大市场力量，因此受到“核心刚性”的掣肘相对较少。只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技术能力，就可以较早地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并积极开展技术和市场开发活动，而随着新技术范式自身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后发国家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先动优势”就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优势，而这可能成为其实现技术赶超的难得机会窗口。
2、后发国家的社会技术架构对技术转型（TT）的阻力较小
在发达国家，激进式创新成果要转换为现实的产业体系会遇到较大的经济和制度层面的阻力，这客观上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Perez（1988）[29]提出的关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问题的讨论。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工业生产模式会被不同的基础技术（fundamental technologies）所主导，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该套基础技术，一国或地区必须建立一套与之兼容和匹配的制度体系，该体系会自动地促进那些与其相适应的创新，而抑制那些与之不相适应的创新。由于新兴的基础技术的出现代表一套全新的、可颠覆旧有技术的新型技术范式的兴起，因此其导入和拓展必然遭到旧有技术-经济范式所主导的“最佳惯行模式”的抵制和阻碍。Perez的上述分析较好地阐释了新兴产业发展与既有社会制度安排的矛盾与冲突的问题，但其分析视角主要涉及那些推动技术革命爆发层面的普适性技术的颠覆，及其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层面的制度、组织和行为模式的变革，其持续的时间大抵在45-60年左右，与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时间一致；而本文讨论的新兴产业的概念则更加常见，它只涉及某一领域内或技术体系内（technology systems）（Freeman & Perez）[42]内的小规模技术范式变迁。为了更好地与整体经济层面的经济技术范式跃迁相区别，我们在本部分引入Geels（2002）[43]的技术转型（technological transition，TT）的概念来进一步阐述特定领域的新兴产业出现给后发国家社会技术架构（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层面的赶超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
与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涵义不同，技术转型（TT）的概念专指特定领域内的新兴产业对既有产业的更替。如在航运领域的轮船对帆船的替代。这一过程通常不会直接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迁，但却有可能成为推动技术革命演进的细小的、渐进性的组成部分或具体体现。按照Geels的观点，即是某一领域的技术转型（TT）虽然不会带来技术-经济范式变革那样的社会“远景”（Landscape）层面的制度变迁，但同样会涉及既有产业关联的破坏和新关联的建立，而这将导致与特定产业领域相关的社会技术架构（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s）的变迁和重构，因此，新兴产业的导入和成长过程同样会涉及到技术发展与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冲突和匹配问题。
社会技术架构是指，围绕某一领域的主导技术（dominant technology）而建立的“规则的集合”（rule-sets）。具体可以分成技术、用户行为和应用领域、技术的象征意义、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策、科学知识7个维度。简单来说，社会技术架构是嵌入在相关产业体系日常的工程活动，生产工艺，产品特性，技术流程，处理方式，问题认知过程中的组织和制度基础，其形成和确立是建立在特定技术范式成长和成熟过程中所带来的组织惯例和认知惯例的逐步协同的基础上的。只有产业体系内的所有关联企业都开始自觉遵循类似的组织和认知惯例时，才会形成统一的社会技术框架（sociotechnical regime），即稳定下来的社会技术结构。社会技术框架的确立不但受工程技术人员的影响，而且涉及政策制定者，社会团体，供应商，消费者，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作用，其一旦建立就具备自身架构上的稳定性，因为其本质是参与主体长期动态博弈后达成的利益分配方面的相互妥协和相对稳定的利益联结。
新兴产业作为对既有技术范式偏离和替代的产业化表现，其有与自身技术属性相匹配的组织和认知惯例要求，而某些新的要求势必与既有的建立在旧有技术范式和产业体系之上的社会技术框架产生冲突，并对技术转型（TT）的过程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障碍，从而对新兴产业在发达国家的扩散造成压制。相比之下，后发国家由于在既有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远不及发达国家，与之匹配的社会技术框架的各环节衔接基础都相对较弱。因此，更易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例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囿于其在蒸汽工业领域的社会技术结构惰性，没有及时建立起与新兴的化学和电气产业发展的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结构，造成了其在随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被后起的德国和美国的全面赶超。
3、新兴产业为我国构建核心技术能力带来了难得的契机
Perez & Soete（1988）[29]认为，较早进入新兴产业发展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可以通过新兴技术导入、产业生态系统构建，以及相关社会技术框架之间的协同和互动过程加以论证。首先我们看一下产业生态系统的定义，产业生态系统是由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组成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国家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以及政府、企业、用户、研究机构、合作与竞争者、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构成的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系统；从构成层次上可以分为创新生态系统、生产生态系统、应用生态系统，以及支持其正常运转的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体系等辅助要素（李晓华、刘峰，2013）[44]。作为新兴产业发展及其技术能力开发的外围配套与支撑体系，产业生态系统与新兴产业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彼此间的不断匹配和协同演进过程。
企业资源观理论认为，异质性的、不易被模仿和复制的资源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这一结论在应用于某一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层面时同样适用。产业层次上的核心技术能力不但包含其整体技术水平，而且也包括其赖以成长的产业生态和社会技术框架构建的制度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的特定制度安排和管理规程会对新技术的出现和新兴产业的形成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事实上，在缺少与之匹配的产业生态系统和制度环境支撑的背景下，任何独立的新兴产业都很难实现真正的发展。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电池技术的突破和充电桩项目建设的普及，收音机产业的发展需要合理地分配无线电波段，同时还需要相应产品标准的制定等。再比如，许多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要求独特的产业内的融资安排，就像生物医药类的创新成果，在缺少医疗保险以及第三方支付报销体制的支持下很难顺利实现商业化应用，因为大部分患者很难负担起多样的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
按照定义，制度（institutions）是指协调人们彼此间行动的社会游戏规则。它由正式的法律、规则，以及非正式的社会习俗和行为准则等约束条件共同构成。制度并不是相对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的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而是让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发挥作用，并决定要素间战略互补性关系的组织载体。产业发展过程是基于特定社会技术框架的制度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能力累积过程。只有将要素的异质性和匹配情况，以及组织制度安排的效率等更加丰富的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后发国家工业技术能力的积累问题和发展前景。前已述及，工业强国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自身技术能力逐步构筑的过程。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相比，我国始终未能形成与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发展特征相匹配的差异化的核心竞争优势（黄群慧、贺俊，2015）[45]。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国技术能力的异质性更多地体现在支持产业生态体系发展的社会技术框架的组织和制度层面。因为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可利用的技术都是同质的，而真正的差异性存在于对技术的认知、商业化的形式、效率、速度以及开发方向。吴敬琏（2011）[46]指出，要增加我国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含量，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好的体制。金碚（2014）[47]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决定一国产业生态系统运转效率的所有核心制度安排都是内嵌于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认知习惯、社会准则、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当中的，因此，我们很难通过模仿和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完成有效的社会技术框架构建。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社会技术框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并非可以脱离产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相反，它需要技术转型（TT）带动的新兴产业生态系统构筑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长期碰撞带来的持续推动。例如：现代计算机的出现带动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以技术开发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并最终导致了计算机科学这一新兴领域的诞生，随着在该领域知识储备的增加、专业性人才队伍的形成以及相关基础研发设施的逐渐完善，社会的科研活动又反过来加速技术进步的速率，并推动了计算机产业生态的形成和相关行业立法和标准体系等配套社会技术框架的跟进和完善。
虽然在既有产业领域内参与全球分工和承接外来产业转移也会形成相应的产业系统，但建立其上的社会技术框架无法作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能力赶超的真正助力。因为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工业的生产模式日益呈现片段化的趋势，后发国家承接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或产业集群，更多地是屈从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其自身的战略性“隔绝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s）[48]会极大的割裂战略意图型集群与所属区域的经济关联，这就决定了这些被“俘获”的产业能力很难与当地的产业部门形成真正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也难以围绕其建立独立的产业生态体系，而别提完备的社会技术框架。
与之相反，新兴的行业技术范式代表着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该领域技术的主导设计尚未确立，新兴产业将为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机会和市场空间。随着进入企业数量的增多，彼此关联的竞争和协作网络将逐步发展成可识别的新兴产业部门和不同参与主体间高度耦合的产业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包括上下游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消费者，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博弈、协调和妥协的过程将为产业的发展逐渐构筑起与之匹配的社会技术框架安排，并形成保护行业发展和降低后续企业进入门槛的制度环境，进而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持续创新和差异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打造合意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技术环境。
四、发展新兴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发展新兴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1、新兴技术识别和选择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资源观理论认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是由不同的资源组成的集合，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能力差距的赶超过程中，知识是最为关键的资源。从资源观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企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资源匮乏”，且并不具备激进式创新所要求的研发能力来独立生产知识（Mathews，2002）[49]。这一现象即使在工业化已取得巨大成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十分常见，其多数产业的技术能力仍停留在整合、工程化、项目执行和细节设计等知识应用层面（Lee，2005）[50]。换句话说，后发国家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技术赶超方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国外的技术知识，这也就决定了后发国家可以触及到（tap into）的知识范围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实现赶超的可能性。Park & Lee（2006）[51]通过相关专利数据的研究发现，在赶超国家更容易获取先进知识的领域，其可以达到的技术水平往往更高。此外，Perez & soete（1988）[29]、Lee & Lim（2001）[35]、Lee et al.（2005）[52]和Mu & Lee（2005）[53]等学者还分别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外部知识之于后发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实现赶超的重要性。在具体发展方面，新兴产业是那些行业的主要技术和主导设计仍处于孕育阶段的产业。众多没有经过市场评估和竞争筛选的技术轨道均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具体技术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市场和技术层面的风险。因此，如何对特定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趋势做出实时的监测、跟踪和判断，并从众多技术轨道中筛选出具有市场开发前景和适合本国技术结构特征的发展轨道，就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2、市场培育和保护的意识亟待加强
稳定的市场需求带来的收益激励是实现资金、人才和配套企业短期内集聚的有效资源配置机制。正如斯密-杨格定理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的需求规模是产业细化分工、提高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条件。由于新兴产业孕育之初的市场认知程度较低，且其主导技术和生产工艺远未成熟；加之企业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在缺少必要的市场保护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与性能稳定且已被消费者广为接受的既有产品相抗衡。即使某类新兴技术存在颠覆既有技术范式的潜质，在缺少初始市场（initial market）支持其产业化的背景下也很可能半途夭折。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将为我国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初始市场保证。初看起来，对于国内市场的保护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相左，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很少存在绝对公平的竞争行为。以发达国家的定价策略为例，在后发国家不具备相关产品或部件的生产能力时，发达国家通常会通过高昂的垄断价格对其进行价格掠夺；一旦后发国家开发出相应的替代产品，发达国家又会通过产品倾销或掠夺性定价的方式对后发国家的新兴产业进行打压（Kim，1997）[54]。事实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工业实力赶超英国的关键时期，也通过高额的关税税率和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严格限制等政策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因此，在选定了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定技术轨道后，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初始市场。
（二）发展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1、做好行业技术发展最新趋势的跟踪和分析
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产业集群内知识吸收能力较强的核心企业扮演“技术守门人”（technological gatekeepers）的角色，对于本地产业及时和充分获取最新的外部知识资源至关重要。要成为合格的技术守门人通常要求企业自身处于产业链或产业网络的中心位置，且具备大量的外部网络联接点和较强的知识吸收和扩散能力。但是，企业受限于企业自身的规模和技术基础，很难在后发国家当地找到合格的企业来充当串联国内外创新技术资源的“守门人”，因此也就很难对世界范围内特定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趋势做出实时的监测和判断。Lee（2005）[50]认为，后发国家在技术选择方面的风险部分源自其对世界范围你技术发展趋势的跟踪不到位和对重点创新区域的缺乏关注。由于技术守门人角色的缺失，后发国家追踪新兴技术的观察视角将受到极大的压缩，企业在新兴技术选择方面的风险也将随之加大。在应对这一问题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上世纪末韩国电子通信产业的快速崛起过程中，以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为代表的政府性研究机构很好的扮演了技术守门人的角色，他们通过对世界范围内无线通信领域中各类新兴技术的监测和评估，极大拓展了韩国企业可触及的知识范围，并提升了企业在技术选择方面的判断力，最终成功助推了韩国CDMA手机产业的起飞（Lee & Lim，2001[35]；Lee，2005[50]）。有鉴于此，我国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加速国内优势创新资源的整合，引导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做好行业技术发展最新趋势的跟踪和分析活动；另一方面，借助产学研合作的方式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以技术开发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借鉴日本的“母工厂”制造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应用和改进方面的能力提升。
2、提升技术学习的努力强度，实现技术吸收能力的迅速积累
较强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后发国家快速进入新兴技术领域并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必备基础。Cohen和Levinthal（1990）[55]认为，吸收能力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现有知识基础水平（existing knowledge base）；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在技术学习和吸收活动方面的努力强度（intensity of effort）。首先，一定程度的知识基础是支撑企业乃至一国有效进行技术学习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技术与旧有产业之间的联系较少，但并不代表发展新兴技术不需要任何的科学知识储备。Perez & soete（1988）[29]指出，当一国的科学知识基础达不到足以支撑识别和学习新兴技术的阈值时，其进入新兴技术领域的成本就会变得无限大。因此，相关部门应该重点整合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努力推动我国基础科学领域的自主研发，借助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形式推动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的研发活动，突破事关工业发展全局的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其次，有组织和有目的地参与技术问题的解决才是进行技术学习和吸收的有效手段，这也是众多演化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后发国家应该在新兴技术孕育早期阶段就参与技术开发和应用活动的真正目的。从韩国技术赶超的成功经验来看，无论是三星在新兴的CDMA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功，还是韩国公私合作研发联盟在世界数字电视技术领域的领跑，其初始技术的开发都不是出自韩国，但正是凭借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技术开发活动中的积极参与和高强度投入，才成功完成了外生创新成果的内生化的历程，并迅速实现了关键技术领域的赶超。而从我国以往的产业发展经验看，产业发展更多地依靠引进制造设备以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而对于嵌入在相关设备当中的核心默会知识往往视而不见。虽然新兴技术范式带来的变革机会能够给我国提供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技术领先或赶超的可能性，但如果我国继续沿袭“重设备引进，轻技术学习”的低端发展道路，永远无法实现技术能力的赶超。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在如何制定鼓励技术学习和创新的产业政策方面做好设计，逐步引导中国的产业发展走出过度偏重规模生产能力形成，忽视技术能力吸收构建的急功近利的粗放发展模式。
3、重视初始市场的培育和保护，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初始市场的培育是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必要基础。迄今为止，我国服务于新兴产业早期市场培育的政策工具主要限于政府采购、应用示范工程和对消费者的使用进行补贴等寥寥几类（吕铁、贺俊，2013）[56]。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对于新兴产业初始市场的启动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首先，在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出现以前，消费者需要对该领域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即人们开始意识到存在一个新兴产业，之后才是消费者了解相关产品和服务、参与体验、形成共同的兴趣和消费习惯，在这方面我国的相关政策工具明显缺失。其次，在新兴产业形成之初，由于产品的主导设计尚未形成，市场上充斥着各类质量和功能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产品，加之消费者在该领域的鉴别能力较差，很容易形成低端的领域的过度竞争，同时还可能出现劣等品挤出正常商品的现象（Ven，1993）[57]，这不但会对消费者的产品认知产生误导，甚至会扼杀原本脆弱的新兴产业赖以成长的利基市场。针对上述两类问题，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规范新兴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应该积极鼓励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的建立，借助他们的力量协调集体行为，加速社会对新兴产业的认知，并在相关资格认定标准和行业法规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有效约束参与者的不正当行为，以推动新兴产业市场的有序发展。此外，新兴产业作为行业主导技术尚处于实验和孕育期的领域，其产品的主导设计需要在技术开发与市场需求相互适应的反复试错中才能确定，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保证其所需资金的充足供给。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诸如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民间资本有序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利用资本市场的逐利本性构建“市场化的新兴产业发现机制”（祁斌，2014）[58]，以推动我国工业发展实现动态可持续的良性产业更迭。
4、尽快制定有利于保护用户基础的行业标准
斯密（2004）[59]认为，专业化分工可以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市场的规模则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杨格（Young，1928）认为，产业间的分工是实现迂回生产的前提，而分工的细化则依靠其需求市场的潜在购买力[60]。由此可见，可供利用的市场规模是限制产业分工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工业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尚不具备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在助推新兴产业成长方面只能借助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强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意义在于为一国关键性的新型产业提供某种暂时的壁垒，使之能够在排除外来竞争干扰的情况下实现动态学习过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核心技术并完成生产效率的提升。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韩国和日本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对其关键性制造部门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这为国内的产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贾根良（2013）[61]通过对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发展教训的总结，指出发展新兴产业必须注重国内市场的保护，发展中大国的高端技术能力的形成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培育才能形成。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并不能作为某个企业或某类企业的专属资源，如何把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转化为本国产业发展的用户基础才是在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下有效保护国内市场资源的可靠手段（邓洲，2014）[62]。例如，韩国信息和通信部通过将CDMA通信技术设定为韩国电信业的国家标准成功激发了可供韩国企业开发CDMA手机产业的用户基础，并最终助推了韩国手机工业的起飞（Lee & Lim，2001）。我国本土数字视听产业能够在众多跨国巨头的夹攻下顺利从VCD阶段过渡到DVD阶段，与我们市场形成的DVD产品必须能够兼容VCD功能的“事实”标准有很大多关联（路风，2006）[63]。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相关的产业技术联盟建设，通过协调联盟内企业竞争和合作产品之间的兼容性标准的制定，真正实现创新成果的私有化，以成功锁定国内市场的用户基础，提升R&D投入的收益水平，并打破发达国家在我国诸多领域行业标准制定方面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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